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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研究：

基于地区间制度期望视角

郑伟伟,  连燕玲,  王耶恩
（华东师范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上海 200062）

摘　要： 企业履行内部和外部社会责任不一致会加剧不同群体之间的财富差距，不利于

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本文基于中国地区间的制度差异，结合管理者决策中的期望效应，

研究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的驱动因素。实证研究发现：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加剧了企业内

外部社会责任的背离。这一背离现象在企业社会关注水平增强、高管团队社会资本更高时会被

削弱。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对国有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的影响弱于民营企业。而且，企业

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不利于企业的长期经营成长，这种负面作用在民营企业中更明显。本文将

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与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有机地结合起来，拓展和深化了组织期望与

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为共同富裕背景下相关部门规范企业行为提供了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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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重要路径（中国式现代化研究课

题组等，2022；韩保江和李志斌，2022）。在共同富裕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拥有新的内涵，也被

赋予了新的使命。作为创造财富的社会主体，企业改善工作条件、提高劳动者报酬、增加慈善捐

赠等社会责任行为是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李海舰和杜爽，2022）。企业充分利用多种分配

工具以减少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分配不平等问题，有助于实质性地推进共同富裕（肖土盛等，

2023）。因此，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时不仅要关注社会福祉的提升，更要重视不同社会群体之间

财富增长的平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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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中，一些企业未能贯彻共同富裕的初心，在重视外部社会责任投资的同时却忽视了

内部社会责任履行，存在明显的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问题。迄今为止，仅有少数文献关注企业

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的驱动因素。例如，与非家族企业相比，家族管理团队体现了“优先惠外”
的行为逻辑：塑造社会声誉和政治合法性的动机会促使家族企业更多参与慈善捐赠等外部社

会责任履行，而创造家族财富的意愿和掌握主导决策的权力则会导致控股家族剥削内部员工

福利（Ye和Li，2020；朱斌，2015）。私营企业更多地投资于慈善活动，更重视外部社会责任行

为，而内部治理结构更加完善的国有企业则更重视员工福利（邹洁和武常岐，2015）。提高女性

独立董事比例有助于企业更广泛地参与内部企业社会责任履行（Jin等，2023），媒体关注和舆

论压力对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企业在不健全的制度环境下更倾向

于采取慈善捐赠，反之则积极加强员工福利（邹洁和武常岐，2015）。上述研究认为，缺乏完善的

公司治理机制是导致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的重要诱因，因此制约该背离现象有赖于成熟

的制度环境和完善的治理结构。

事实上，并不存在完美的制度环境。即使在成熟的制度体系下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问

题依然屡见不鲜（Shi等，2017）。这表明，仅仅强调持续完善制度工具和推动市场化发展的研究

难以为监管部门提供可操作的建议。本文认为，企业行为理论中的管理者期望效应能够为解释

该问题提供合适的理论机制。它强调组织管理者依靠行业竞争者的动态来制定组织经营期望

（Cyert和March，1963），并通过比较组织当前的状况与期望水平之间的差距来调整后续决策行

为（连燕玲等，2019）。基于这一逻辑，管理者在面对地区间制度发展差异性和不均衡性时，也将

通过对标同行其他企业所在地的制度发展水平来制定地区间制度期望，并通过比较企业所在

地的制度发展水平相较于地区间制度期望的差距作为后续企业社会责任决策的参照点（连燕

玲等，2022）。
本文聚焦于地区间制度期望视角探讨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的外部诱因。考虑到地区

间制度期望落差既会引发企业起源劣势（liability of origin），从而激发管理者的合法性构建动

机，也会增加企业系统经营风险，由此强化管理者的模糊性规避动机；两者都可能导致企业将

有限的注意力和资源配置到外部社会责任履行上，同时抑制企业履行内部社会责任的积极性。

而企业社会关注水平和高管团队社会资本分别能够提高企业透明度和强化企业关系网络

（Barkemeyer等，2020；林志帆和龙小宁，2021），进而削弱合法性构建动机和模糊性规避动机。

基于此，本文将进一步探讨企业社会关注水平和高管团队社会资本对上述关系的调节效应。

本文的理论贡献体现在：第一，构建共同富裕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新视角。现有研

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企业内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财富增长的平衡性。本文着重探讨共同富

裕背景下内外部社会责任履行的背离问题，为相关领域研究者开启了合适的视角。第二，拓展

企业行为理论视角下组织期望的多元性。本文将地区制度发展水平作为企业外部管理目标纳

入组织期望与战略响应的理论框架之中，基于管理者期望视角探讨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的作

用机制及其影响结果，丰富了企业行为理论中关于外部管理目标与组织期望的研究。第三，完

善转型经济背景下地区间制度发展均衡性的研究。本文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宏观局势与制度

环境研究中的瓶颈，构建了地区间制度发展差异性与企业决策的理论框架。第四，本文聚焦于

地区制度空隙引发的信息不对称与资源束缚等问题，结合企业合法性构建动机和模糊性规避

动机两个理论机制探讨企业社会关注水平与高管团队社会资本的调节作用，厘清了地区间制

度期望落差影响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的边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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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献回顾

（一）共同富裕背景下的企业社会责任

共同富裕赋予了企业社会责任新的内涵和使命，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是推进共同富裕

目标实现的关键环节（肖红军和张哲，2022）。根据不同的履行方式和服务对象，共同富裕背景

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可以划分为三个层级。初级社会责任包括提升劳动报酬、完善员工保障和缩

小内部薪酬差距等行为，对象主要为股东、高管、员工等。现有研究主要聚焦初次收入分配视角

来寻找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与缩小内部薪酬差距的驱动因素，包括《反垄断法》实施与税务

监管体系完善（肖土盛等，2023）、企业工业机器人使用和数字化转型（贺梅和王燕梅，2023）等。

中级社会责任是指企业通过经营与纳税创造社会财富，为再分配提供充足资金来源，对象主要

为客户、政府、社区等。相关文献致力于从二次收入分配视角探索国家税收政策的完善机制（魏

志华等，2022），但目前该领域的学术探索和研究关注还略显不足，尤其缺乏基于数据的实证检

验。而企业高级社会责任的履行方式主要为慈善捐赠和环保投资等公益活动，受益对象主要为

外部社会弱势群体。相关研究主要从第三次分配的视角分析企业慈善捐赠的多维动机以及外

部制度机制（陈运森等，2023）。
综上所述，企业三个层级的社会责任分别与三次分配相契合，其履行社会责任与实现社会

共同富裕的内涵和目标具有一致性。然而，企业在不同层级的社会责任履行上存在厚此薄彼的

现象，会加剧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收入分配的失衡程度。这表明企业推进共同富裕目标还有赖于

完整社会责任体系的构建，即融合不同层级的社会责任（李海舰和杜爽，2022）。已有文献大都

单一地聚焦于探讨企业初级社会责任如何参与第一次分配过程，以及企业高级社会责任如何

响应第三次收入分配，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不同层级间社会责任履行的协同与平衡性对共同

富裕的重要意义。这一遗漏不仅会约束学术研究中理论视角的开拓，也会导致企业管理实践未

能真正地贯彻共同富裕的建设初心。基于此，本文将从整体性视角探索共同富裕背景下的企业

社会责任履行，通过将其划分为内部和外部两个维度来探索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选择性参与

和背离的具体诱因。

（二）制度环境与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

企业社会责任选择性参与和履行不一致性是指企业为了应对多重制度压力而故意夸大自

身的社会责任履行和绩效的行为，其目的在于获取社会合法性（Crilly等，2012）。已有文献主要

关注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与社会责任报告的不一致性（Tashman等，2018）、选择性地披露积极

社会责任行为而隐瞒消极社会责任行为（Marquis等，2016）与企业漂绿行为（Testa等，2015）等。

鉴于合法性诉求是企业社会责任选择性参与的根本动因，已有文献主要聚焦于不同制度情境

探索其诱发机制，包括企业国际化程度（王益民和王友春，2022）、母国制度空隙（Tashman等，

2018）、母国环保建设（Marquis等，2016）等。遗憾的是，现有研究较少关注到企业在履行不同层

级社会责任之间的不一致性，从而约束了该领域研究视角的开拓。同时，由于跨国企业需要同

时面临多重制度压力（王益民和王友春，2022），这为探讨该问题提供了独特的研究情境。企业

社会责任履行不一致性的已有研究大都集中于国际商务领域，而聚集单一国家制度环境的研

究仍旧存在较大的探索空间。

共同富裕发展背景为本文探讨企业选择性参与内外部社会责任提供了新契机。正如上文

所述，共同富裕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与履行路径是一个完整体系，需要不同层级社会责

任之间的相互交织与协同（李海舰和杜爽，2022）。而企业只重视外部却忽视内部社会责任的选

择性行为主要源于社会、政府等外部利益相关者对其施加的制度压力（邹洁和武常岐，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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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主要依赖于组织内外部信息不对称性来凸显和夸大企业社会责任绩效（Ye和Li，
2020），其目的在于赢得利益相关者的认同与社会合法性。基于上述分析，该行为在战略动因、

行为过程和管理目标上与以往研究存在较高的重合度，本文将其纳入到企业社会责任选择

性参与和履行不一致性的研究框架之中，由此提出了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corporate
internal and external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deviation）这一概念，定义为企业履行外部社会责任

大于内部社会责任的程度。

同时，“转型经济”与“新兴经济”特征兼具的中国制度环境为学者弥补企业内外部社会责

任背离的研究空缺提供了必要的实践基础。改革开放以来，部分地区市场经济蓬勃发展，其制

度环境已经贴近成熟经济体水平（Shi等，2017），而其他未能展现巨大经济活力的地区市场依

旧存在一定的制度空隙和缺陷（罗兴武等，2018），从而导致中国不同省市地区之间的市场经济

呈现“非均衡推进”特征，制度发展水平存在相对差距（周中胜等，2012）。地区制度发展水平相

对落后预示着企业将面对更多经营挑战，包括信息不对称性（James等，2020）、法治体系不完备

（周中胜等，2012）和监管措施执行不到位（Sydow等，2022），进而导致企业与同行其他企业参

与市场竞争时身陷劣势。企业作为以盈利导向的社会嵌入性组织，具有较强的社会比较动机。

因此，管理者会根据同行竞争者所处商业环境的制度发展水平来设定地区间制度期望（连燕玲

等，2022）。当企业所在地的制度水平低于地区间制度期望，市场环境条件的相对劣势会导致管

理者为了追求外部管理目标而将更多资源配置到外部社会责任履行，进而加剧企业逃避内部

社会责任履行的可能性。综上，本文将致力于探讨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对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

背离的影响以及相关情境机制。 

三、  假设提出

（一）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与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之间的关系

当企业所在地区的市场制度基础设施不够成熟，未能支持高效和有效的市场交易，商业环

境中充斥着更多不确定性因素（连燕玲等，2022），市场环境条件的劣势导致有限理性的管理者

更加关注外部管理目标，并将更多的决策注意力和资源分配到有助于构建竞争优势的战略行

为（Greve和Teh，2018）。本文认为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将正向影响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

（作用路径见图1），原因如下：

第一，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表明企业经营所在地市场基础建设薄弱，由此产生的起源劣势

将激发其合法性构建动机，导致企业将更多资源配置到外部社会责任履行。与经营所在地制度

发展较为完善的行业竞争者相比，处于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的焦点企业面临着市场机制不完

善、知识产权保护不力、法律执行力薄弱等制度缺陷（杨勃和刘娟，2020）。外部投资者、分销商、

客户等利益相关者常常会“理所当然地”产生刻板偏见，对其产品质量、治理结构等贴上负面标

签（Bartlett和Ghoshal，2000）。起源劣势导致处于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的企业陷入合法性困境，

其相较于同行竞争者更加难以获得潜在合作者的信任和建立合作关系（Marano等，2017）。为
了弥补外部管理目标上的比较劣势，管理者倾向于将更多注意力和资源配置到外部合法性构

建（连燕玲等，2022），即更多履行外部社会责任。同时，在企业注意力与资源有限性的约束下

（Cyert和March，1963），外部社会责任行为的过度增加往往会挤压内部社会责任履行，从而加

剧了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

第二，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表明企业所在地的市场不确定性较高，由此产生的经营风险将

激发其模糊性规避动机，导致企业将更重视外部社会责任履行。随着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的增

大，企业经营所在地的产权保护机制和法治体系更为薄弱（周中胜等，2012），外部市场环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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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导致企业面临更高的经营风险（连燕玲等，2022），进而威胁企业的生存与成

长。与主观判断存在较高模糊性的事件相比，企业决策者更倾向于选择具有精确概率的事件

（Fox和Tversky，1995；Ellsberg，1961），即模糊性规避（ambiguity aversion）。换言之，企业会在外

部市场环境存在较高不确定性时积极寻求降低模糊性的战略行为（Beauchene，2019）。比较而

言，外部社会责任履行有助于企业与潜在利益相关者构建良好的社会网络（Mair等，2012），提
高外部关系网络的稳固程度，从而有效克服市场环境不确定性（Khan等，2018），规避地区间制

度期望落差引起的经营威胁。反之，企业内部社会责任履行通常无法有效改变外部社会网络。

因此，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激发的企业模糊性规避动机将促进其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基于

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越大，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程度越大。
 
 

地区间制度
期望落差

合法性构建
动机

模糊性规避
动机

减少内部社会
责任履行

增加外部社会
责任履行

注意力与资
源配置

企业内外部社
会责任背离

 
图 1    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影响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的作用路径

 

（二）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与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之间关系的调节机制

根据上文分析，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会带来企业起源劣势和加剧系统经营风险，由此激发

组织合法性构建动机和模糊性规避动机，导致管理者将有限注意力和资源更多地配置到外部

社会责任履行。因此，规避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的有效策略即是缓解企业起源劣势和削弱

系统经营风险，进而推动管理者将有限的注意力和资源在内外部社会责任之间均衡分配。一方

面，企业起源劣势是外部利益相关者主观对焦点企业贴上的负面标签（Bartlett和Ghoshal，
2000），而提升组织透明度可以有效降低此类合法性威胁（Wu等，2020）。例如更高的社会关注

水平能够缓解由于内外部信息不对称性造成的利益相关者刻板偏见，进而削弱合法性构建动

机。另一方面，模糊性规避动机源于管理者对系统经营风险的担忧（Beauchene，2019），而高管

团队社会资本是企业有效应对外部环境模糊性的内在禀赋（林志帆和龙小宁，2021）。作为组织

“网络关系+社会资源”的结合体，高管团队社会资本有助于企业快速构建合作关系和缓解企业

所需承担的外部性成本（连燕玲等，2019），进而削弱模糊性规避动机。综上所述，本文将进一步

分析企业社会关注水平和高管团队社会资本对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与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

离之间关系产生的调节效应。

1. 削弱合法性构建动机：企业社会关注水平

随着资本市场的逐步完善，社会大众逐渐成为除政府监管部门和公司治理结构之外的第

三方监督力量，在规范企业经营和降低信息不对称方面发挥重要作用（Barkemeyer等，2020）。
互联网和移动终端的快速普及赋予了社会大众更多的信息搜索渠道，导致社会关注能够在更

大程度上提升企业的信息透明度，进而营造更加公平的商业环境。本文认为企业社会关注水平

能够削弱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与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之间的正向关系，原因如下。

首先，企业社会关注水平能够缓解起源劣势的消极影响，抑制企业合法性构建动机。企业

社会关注水平的提升能够降低企业内外信息不对称性（Barkemeyer等，2020），有利于向外部市

场传递积极信号，避免外部利益相关者对处于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的企业产生刻板偏见。比较

而言，受到高度社会关注的企业透明度更高（Li和Zhang，2022），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所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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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劣势与合法性威胁更弱，进而削弱了管理者的合法性构建动机，抑制了企业内外部社会责

任背离。其次，企业社会关注水平也能够完善外部公司治理结构，降低企业通过机会主义行为

构建合法性的倾向。较高的企业社会关注水平也表明焦点企业受到更多外部市场的监督和审

查（Barkemeyer等，2020）。而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作为一种机会主义策略（Tashman等，

2018），更容易受到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负面评价，无法帮助企业达到合法性构建的目的。尽管地

区间制度期望落差激发了管理者合法性构建动机，但较高的社会关注水平会促使焦点企业暴

露在严格社会监督之下（Li和Zhang，2022），从而降低了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的可能性。基

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企业社会关注水平对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与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之间关系存

在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

2. 削弱模糊性规避动机：高管团队社会资本

企业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主要凭借高管团队拥有的知识、经验、能力和资源赢得优

势。高管团队社会资本包含了高管成员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资源总和（连燕玲等，2019），
能够为企业构建商业合作和进入新领域提供重要保障（林志帆和龙小宁，2021），进而降低外部

环境不确定性引发的经营风险（Peng和Luo，2000）。本文认为高管团队社会资本能够削弱地区

间制度期望落差与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之间的正向关系，原因如下。

首先，高管团队社会资本有助于企业巩固商业合作网络，削弱企业模糊性规避动机。高管

团队社会资本是“网络关系+社会资源”的结合体，有助于企业和当地其他企业或产业上下游企

业形成良好的商业合作（林志帆和龙小宁，2021），帮助企业快速构建关系网络（Nahapiet和
Ghoshal，1998）。尽管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加剧了企业在交易、合作等经营过程中的不确定性，

高管团队可以凭借自身独特的关系网络和社会资源来应对潜在市场威胁（Peng和Luo，2000），
降低了模糊性规避动机和抑制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其次，高管团队社会资本能够提升企

业危机应对能力，降低企业对外部模糊性的忧虑。高管的职业经历、管理经验也是其社会资本

的重要组成部分（连燕玲等，2019）。当面临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时，知识和经验丰富的高管能

够为企业应对商业环境的模糊性提供良好的咨询作用（Nahapiet和Ghoshal，1998），帮助企业准

确清晰地评估当前的市场情形和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连燕玲等，2019），由此削弱了模糊性规

避动机。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高管团队社会资本对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与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之间关系存

在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 

四、  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取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以下五个途径：（1）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的基础数据来源于王小

鲁、樊纲、胡李鹏等合著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企业职工薪酬与福利的基础数

据来源于锐思数据库；（3）企业社会责任指数来源于和讯网；（4）企业层面数据和高管团队特征

的基础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5）企业社会关注水平数据由本文作者通过Python爬虫和整

理所得。

根据以往学者的标准以及结合本文主题，本文进一步对上述A股上市企业样本采取严格

筛选，以确保样本选择的合理性：①剔除企业性质无法判定的公司；②剔除ST、PT以及资不抵

债的公司样本；③剔除了金融行业的公司样本；④剔除数据存在严重缺失的公司样本。基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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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处理，本文获得了一个数据年限2012—2020年，由3 284家企业构成的观测值为17 322的最终

样本。

（二）研究模型构建

基于本文研究假设，设定以下待检验模型：

CSR−Di,t =β0+β1IAi,t−1+β2IAi,t−1×SCi,t+β3IAi,t−1×TCi,t+β4SCi,t+β5TCi,t+Controli,t+

Firm+Year+εi,t
（1）

其中，CSR_Di,t为被解释变量，表示企业i在t期的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程度；IAi,t-1为解释变量，表

示企业i在t−1期的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大小；SCi,t和TCi,t为调节变量，分别表示企业i在t期的社

会关注水平和高管团队社会资本。Controli,t代表控制变量，例如企业年龄、企业规模、企业产权

性质等；Firm和Year分别代表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

（三）指标选取和变量测度

1. 被解释变量

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CSR_Di,t）。该变量用于描述企业外部社会责任履行高于内部社

会责任履行的程度。根据和讯网披露的企业社会责任指数评价标准，本文将股东责任、员工责

任划分为企业内部社会责任履行程度，将环境责任、社会责任划分为企业外部社会责任履行程

度；而供应商、客户和消费者权益责任这一维度的数据缺失较为严重，本文未将其包含在因变

量计算之中。综上所述，本文最终利用企业在环境责任、社会责任两个维度的总得分减去股东

责任、员工责任两个维度的总得分的差值来衡量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程度。

2. 解释变量

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IA i , t -1）。借鉴企业行为理论中的绩效期望落差的变量核算方法

（Greve，2003；Chen，2008），制度期望落差定义为企业注册地所在省份的地区发展的实际制度

水平（Pi,t-1）与制度期望水平（Ai,t-1）间的落差程度，具体测量方式如式（2）所示：

IAi,t−1 =

{ ∣∣∣Pi,t−1−Ai,t−1

∣∣∣ i f Pi,t−1 < Ai,t−1

0 i f Pi,t−1 > Ai,t−1
（2）

其中Pi,t-1表示企业注册地在t−1期的实际制度水平，选取樊纲市场化指数作为基础指标进行衡

量；Ai,t-1表示企业在t−1期地区间制度期望水平。若企业注册地实际制度水平低于地区间制度期

望水平，那么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为两者间差值的绝对数；反之，则取值为0。地区间制度期望

水平（Ai,t-1）采用企业所在行业的其他企业注册地t−2期实际制度水平的平均值进行测量，即基

于行业竞争者比较形成的地区间制度期望。具体测量如式（3）所示，其中j表示除焦点企业i之
外的同行企业。

Ai,t−1=(ΣPj,t−1)/(N −1) （3）

3. 调节变量

企业社会关注水平（SCi,t）。该变量反映了企业受到社会大众关注程度的高低。借鉴宋双杰

等（2011）等研究，本文利用企业名称或股票代码的网络搜索数量作为基础指标，企业社会关注

水平的具体测量方式为企业当年网络搜索总次数加1的自然对数。

高管团队社会资本（TCi,t）。该变量描述了高管团队拥有关系网络与社会资源总和。借鉴已

有文献（连燕玲等，2019），企业社会资本包括海外社会资本、学术社会资本和金融社会资本3个
维度。其中，高管团队海外社会资本通过拥有海外留学或海外工作经历的高管人数占高管团队

总人数的比值进行计算；高管团队学术社会资本通过拥有高校或其他学术机构担任职务经历

的高管人数占高管团队总人数的比值进行计算；高管团队金融社会资本通过拥有金融机构担
 

42
外国经济与管理（第46卷第8期）



任职务经历的高管人数占高管团队总人数的比值进行计算。最后，本文通过加总高管团队海外

社会资本、学术社会资本和金融社会资本得到高管团队社会资本。

4. 控制变量

参照以往企业社会责任的文献研究，本文控制了以下几个维度的因素。①企业年龄

（FAi,t）：企业上市至今所经历的年数；②企业规模（FSi,t）：企业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③企业产

权性质（IDi,t）：若企业为民营企业，编码为1，反之则编码为0；④现金比率（CAi,t）：企业货币资金

和有价证券占流动负债的比值；⑤企业市值（TQi,t）：托宾Q比率；⑥企业经营效率（ROAi,t）：企业

税前净利润占资产总额的比值，即企业总资产收益率；⑦财务杠杆（FDi,t）：企业负债占总资产

的比值；⑧股权集中度（OCi,t）：企业前五大股东持股份额的赫芬达尔指数；⑨CEO持股比例

（MHi,t）：CEO持股数量占企业总股数的百分比例；⑩董事会规模（DNi,t）：董事会成员的总人数；

⑪行业竞争强度（ICi,t）：企业市场份额的赫芬达尔指数。除此之外，本文还控制了企业（Firm
effect）和年份（Year effect）固定效应。为避免异常值的影响，本文对连续变量在1％水平上进行

缩尾处理。

（四）描述性与相关性统计分析

表1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显示：被解释变量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CSR_Di,t）的均值为

−11.524，标准差为6.368。解释变量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IAi,t-1）的最大值为7.965。调节变量企

业社会关注水平（SCi,t）的均值为11.952，标准差为2.851，表明上市企业被关注水平相似程度较

高；高管团队社会资本（TCi,t）的均值为0.316，标准差为0.266，表明企业之间高管团体社会资本

差距较为明显。
 
 

表 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CSR_Di,t 17 322 −11.524 6.368 −33.280 15.360

IAi,t−1 17 322 0.500 0.894 0.000 7.965
SCi,t 17 322 11.952 2.851 0.000 20.099
TCi,t 17 322 0.316 0.266 0.000 2.333
FAi,t 17 322 18.182 5.540 3.000 32.000
FSi,t 17 322 22.149 1.317 15.729 28.509
CAi,t 17 322 0.187 0.133 0.001 1.000
TQi,t 17 322 2.029 1.263 0.882 8.941

ROAi,t 17 322 0.052 0.058 0.000 4.837
FDi,t 17 322 0.403 0.201 0.053 0.986
OCi,t 17 322 0.167 0.114 0.014 0.563
MHi,t 17 322 5.866 11.978 0.000 51.460
DNi,t 17 322 10.078 2.620 4.000 26.000
IDi,t 17 322 0.597 0.490 0.000 1.000
ICi,t 17 322 0.129 0.137 0.014 1.000

  

五、  实证检验

（一）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与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之间的关系检验

表2列示了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与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之间的关系检验结果。模型

（1）结果显示：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IAi,t-1）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coef.=0.728, p<0.01）；模型（2）
是加入调节变量和控制变量后的检验模型，结果显示：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的回归系数显著为

正（coef.=0.447, p<0.01），表明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对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存在显著正向

影响，且在后续加入交互项后的模型（3）—（5）中依旧显著，由此本文假设1得到验证。

 

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研究：基于地区间制度期望视角
43



（二）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与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间关系的调节效应检验

表2模型（3）结果显示：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与企业社会关注水平交互项（IAi,t−1×SCi,t）的回

归系数显著为负（coef.=−0.078, p<0.01），表明企业社会关注水平越高，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与

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之间的正向关系越弱，并且这一结果在全模型（5）中依旧显著

（coef.=−0.077, p<0.01），由此本文假设2得到验证。表2模型（4）结果显示：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

与高管团队社会资本交互项（IAi,t-1×TCi,t）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coef.=−0.310, p<0.01），表明高

管团队社会资本越充沛，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与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之间的正向关系越

弱，并且这一结果在全模型（5）中依旧显著（coef.=−0.299, p<0.01），由此本文假设3得到验证。
 
 

表 2    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与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之间的关系检验结果

CSR_Di,t (1) (2) (3) (4) (5)
IAi,t−1 0.728*** 0.447*** 0.474*** 0.442*** 0.470***

(0.065) (0.041) (0.035) (0.042) (0.036)
IAi,t−1×SCi,t −0.078*** −0.077***

(0.016) (0.015)
IAi,t−1×TCi,t −0.310*** −0.299***

(0.046) (0.042)
SCi,t 0.040 0.039 0.039 0.039

(0.027) (0.028) (0.028) (0.028)
TCi,t 0.220 0.220 0.224 0.223

(0.156) (0.154) (0.151) (0.149)
FAi,t −0.201** −0.196* −0.200** −0.196*

(0.079) (0.083) (0.080) (0.084)
FSi,t −1.627*** −1.630*** −1.625*** −1.628***

(0.066) (0.066) (0.066) (0.065)
CAi,t −4.773*** −4.744*** −4.767*** −4.739***

(0.461) (0.454) (0.463) (0.457)
TQi,t −0.075* −0.077* −0.075* −0.078*

(0.036) (0.037) (0.036) (0.037)
ROAi,t −20.483** −20.471** −20.484** −20.472**

(7.384) (7.380) (7.381) (7.378)
FDi,t 7.265*** 7.285*** 7.255*** 7.274***

(0.390) (0.387) (0.389) (0.386)
OCi,t −4.972*** −4.927*** −4.945*** −4.901***

(0.770) (0.755) (0.769) (0.755)
MHi,t −0.020*** −0.020*** −0.020*** −0.020***

(0.004) (0.004) (0.004) (0.004)
DNi,t 0.028** 0.027** 0.028** 0.027**

(0.010) (0.010) (0.010) (0.010)
IDi,t −0.361*** −0.352*** −0.361*** −0.352***

(0.083) (0.082) (0.085) (0.084)
ICi,t −1.100** −1.094** −1.103** −1.096**

(0.348) (0.346) (0.349) (0.347)
Firm effect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Year effect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stant −11.997*** 26.522*** 26.518*** 26.477*** 26.474***

(0.038) (2.625) (2.682) (2.623) (2.678)
Observations 17 322 17 322 17 322 17 322 17 322
Adjusted−R2 0.542 0.596 0.596 0.596 0.596

F 3 682.90 672.04 605.67 777.66 689.16
　　注：*、**、***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 10% 、5% 、1%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DK稳健性标准误，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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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拓展分析

1. 国有与民营企业的分样本检验

我国转型经济制度背景下主要存在民营和国有两种经济主体，产权属性与所有权差异性

导致两者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并承担不同的社会责任。国有企业需要在兼顾营利目标的同

时承担更多内外部社会责任（蓝海林，2014），包括参与更多慈善捐赠、制定更为完善的员工保

障体系等；而引领民营企业的市场主导逻辑赋予其更强的经济利益追求动机（杨洋等，2015），
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往往赋予更明显的印象管理与合法性构建目的。当受到地区间制度期

望落差的影响，不同的管理动机和决策逻辑可能影响模糊性规避动机与合法性构建动机的形

成，进而导致最终的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存在一定差异性。基于此，本文进一步针对民营

和国有企业采取分样本检验。

表3结果显示：模型（1）中地区间制度

期望落差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模型（2）中
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的回归系数显著为

正。本文利用似不相关估计进行组间系数

差异检验，结果显示国有企业样本中地区

间制度期望落差的回归系数显著小于民营

企业，支持前文的理论分析。

2. 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与企业经

营成长之间的关系检验

企业社会责任一直被视为帮助企业赢

得长期竞争优势的远期战略行为（Ye和
Li，2020），但投资收益的滞后性和不确定性也降低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主观意愿（朱斌，

2015）。现有文献对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究竟是促进还是抑制企业绩效尚未得到一致的结论。

共同富裕的内涵能够为缓解上述研究争议给予一定启发，其本质要求为企业应当充分利用三

次分配工具来降低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即企业需要平衡内外部社会责任履行程度，将有

限的注意力与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从而同时赢得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认同。基于此，本文认为

缓解上述观点冲突的潜在方法是进一步探讨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对企业经营成长的影响

作用。具体地，本文分别检验了企业t期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对t期和t+1期企业经营成长（ROA）

的影响作用。

表4列示了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与企业经营成长之间的关系检验结果①。结果显示：

模型（1）中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模型（2）中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

离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程度越高，越不利于其经营成长。进一

步地，模型（3）中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模型（5）中的回归系数显著为

负，组间系数差异检验结果显示国有企业样本中企业社会责任背离的回归系数显著大于民营

企业样本，表明企业社会责任背离对企业经营成长的负向影响在民营企业中更为明显。模型

（4）与模型（6）的检验结果也同样支持这一结论。 

六、  稳健性检验

（一）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的替代性检验

本文进一步采用企业慈善捐赠支出自然对数减去企业职工福利支出自然对数的差值作为

 

表 3    民营与国有企业分样本检验结果

CSR_Di,t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1) (2)

IAi,t−1 0.356*** 0.394***
(0.099) (0.042)

Control variables Control Control
Firm effect Control Control
Year effect Control Control
Constant 24.091*** 31.187***

(3.310) (2.281)
Observations 6 977 10 345
Adjusted−R2 0.599 0.611

F 11 885.40 1 034.57

 ①为了便于观察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表4列示了本文对变量企业经营成长（ROAi,t和ROAi,t+1）放大100倍后的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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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的替代性检验。表5检验结果显示：更换因变量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

背离的测量方式后假设1和2仍旧得到验证，表明本文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表 4    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与企业经营成长之间的关系检验结果

全样本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ROAi,t ROAi,t+1 ROAi,t ROAi,t+1 ROAi,t ROAi,t+1

(1) (2) (3) (4) (5) (6)
CSR_Di,t −0.267*** −0.111*** −0.229*** −0.094*** −0.294*** −0.118***

(0.013) (0.010) (0.016) (0.010) (0.011) (0.011)
Control variables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Firm effect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Year effect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stant −1.128 12.116*** 7.703* 12.264*** 4.910** 18.744***

(1.494) (2.062) (3.749) (1.993) (1.718) (3.213)
Observations 17 334 15 828 6 986 6 390 10 348 9 438
Adjusted−R2 0.659 0.595 0.712 0.679 0.639 0.545

F 885.21 783.93 653.70 876.66 3 670.90 255.50
 

 
 

表 5    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的替代性检验结果

CSR_Di,t (1) (2) (3) (4) (5)
IAi,t−1 0.234* 0.142** 0.153** 0.142** 0.153**

(0.099) (0.055) (0.052) (0.054) (0.052)
IAi,t−1×SCi,t −0.025** −0.025**

(0.007) (0.007)
IAi,t−1×TCi,t 0.047 0.048

(0.110) (0.111)
Control variables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Firm effect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Year effect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stant −17.371*** −15.245*** −15.243*** −15.261*** −15.260***

(0.112) (0.510) (0.511) (0.513) (0.514)
Observations 17 322 17 322 17 322 17 322 17 322
Adjusted−R2 0.541 0.595 0.595 0.595 0.595

F 3 923.50 22.60 22.68 22.60 22.67
 

（二）工具变量（IV）检验

为避免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与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之间存在反向因果关系而产生内

生性问题，该部分进一步借助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夜间灯光强度是衡量地区经济发展的

常用指标，本文选取第一个工具变量为地区夜间灯光强度（IV_D）。同时，考虑到日照时数、降

水量等地区天气状况也会影响城市经济发展，本文选择地区年日照时数（IV_S）作为第二个工

具变量。两者均不会影响某个企业制定社会责任决策及其最终背离程度，因此符合外生性

条件。

表6列示了基于工具变量的二阶段检验结果，其中模型（1）为第一阶段检验模型，弱工具变

量检验结果显示F值为35.952，大于10，因此排除弱工具变量问题。模型（2）为第二阶段检验模

型，结果显示校准后的解释变量（IA_Hi,t-1）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本文研究在考虑内生性问题

后，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稳健性。

（三）Heckman二阶段估计

鉴于上市企业未完全披露社会责任履行信息会导致本文被解释变量存在选择偏差，该部

分进一步利用Heckman二阶段估计来处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具体地，本文首先构建企业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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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社会责任指数的二元变量（RPi ,t），若

披露，取值为1，反之取值为0；将其作为第

一阶段估计的被解释变量。其次，本文采用

同行业其他企业披露社会责任指数的比率

作为工具变量（RPAi,t），原因如下：一方面，

企业所在行业其他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披

露比率越高，该企业越容易受到同行其他

企业的影响而披露该数据。另一方面，同行

其他企业是否披露社会责任信息不会显著

影响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因此具有

严格的外生性。

表7列示了Heckman二阶段估计结果。

模型（1）为第一阶段回归结果，工具变量同

行其他企业拥有社会责任指数观测值的平

均比率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焦点企业所在行业中其他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比率越

高，越能够促进焦点企业披露该数据，因此支持本文的猜想。模型（2）—（6）为加入逆米尔斯比

率（IMRi,t）后的第二阶段检验模型，结果显示：本文假设1—3全部得到验证。上述结果表明本文

研究在考虑样本选择偏差后，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稳健性。 

七、  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党的二十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全体人民

 

表 6    工具变量检验结果

IA_Hi,t−1 CSR_Di,t

(1) (2)
IA_Hi,t−1 30.721**

(11.556)
IV_D −0.002

(0.014)
IV_S 0.019

(0.091)
Control variables Control Control

Firm effect Control Control
Year effect Control Control
Constant −1.757 85.552***

(0.958) (16.997)
Observations 8 115 8 125
Adjusted−R2 0.791 0.603

F 83.02 858.05

 

表 7    Heckman二阶段检验结果

RPi,t CSR_Di,t

(1) (2) (3) (4) (5) (6)
IAi,t−1 0.026 0.728*** 0.446*** 0.474*** 0.442*** 0.469***

(0.022) (0.064) (0.040) (0.035) (0.042) (0.035)
IAi,t−1×SCi,t −0.078*** −0.077***

(0.016) (0.016)
IAi,t−1×TCi,t −0.310*** −0.298***

(0.046) (0.042)
Control variables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IMRi,t −0.342* −0.400** −0.403** −0.397** −0.399**
(0.155) (0.138) (0.139) (0.140) (0.141)

RPAi,t 7.582***
(0.380)

Firm effect /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Year effect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stant −5.161*** −11.966*** 26.512*** 26.507*** 26.467*** 26.464***

(0.545) (0.032) (2.621) (2.677) (2.618) (2.674)
Observations 18 134 17 322 17 322 17 322 17 322 17 322

Pseudo R2 0.085
LR chi2 565.86

Adjusted−R2 0.542 0.596 0.596 0.596 0.596
F 8 241.56 773.92 696.35 907.57 80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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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作为我国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之一。企业作为创造财富的社会主体，承担着推动共同

富裕目标的重要责任，应当充分利用三次分配工具以缩小不同社会群体之间财富差距。然而，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制度环境的逐步完善，监管部门和社会大众对企业履行社会

责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之而来的是企业社会责任选择性参与和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的渐

次发生。但学术界对此缺乏应有的关注，仅有少数文献从公司治理视角寻找内部诱因，尚未将

外部制度环境的相对特征纳入到理论研究框架之中。基于此，本文结合企业行为理论与注意力

基础观探讨了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与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之间的关系，以及企业社会关

注水平和高管团队社会资本的调节效应。

基于中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得到以下结论：第一，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对企

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一方面预示着企业将面对信

息不对称性、监管措施执行不到位、产权保护机制薄弱等更多经营挑战，触发了组织模糊性规

避动机；另一方面也预示着商业环境的制度基础设施较为薄弱，由此产生的起源劣势将导致其

产生强烈的合法性构建动机，两者都会推动企业管理者将有限的注意力和资源配置到外部管

理目标，从而降低对内部社会责任的关注程度。第二，企业社会关注水平和高管团队社会资本

对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与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之间关系存在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两者

分别通过削弱合法性构建动机和模糊性规避动机，进而影响管理者有限注意力和资源的配置。

第三，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对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的正向影响在国有企业中被削弱。这是

因为国有企业相比于民营企业需要主动承担更多社会责任，政府主导逻辑赋予国有企业更强

的自发性社会责任履行动机。第四，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对企业经营成长具有显著负向影

响，并且这一影响在民营企业中更为明显。

（二）理论贡献

本文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理论贡献：第一，基于共同富裕发展背景和企业社会责任选

择性参与文献，本文构建了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的研究议题。尽管已有研究关注到企业履

行内外部社会责任中的不一致性，并尝试着从公司治理视角探索了导致这一现象的内部诱因，

但始终未能紧密融合共同富裕的发展背景，尤其是对企业如何利用三次分配工具来缩小收入

差距的关注依旧不足。这一现象与已有文献中的企业社会责任选择性参与在战略动因、行为过

程和管理目标上存在较高的重合度，本文构建了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这一研究议题，并基

于企业行为理论视角探讨其外部诱因，为后续研究紧密围绕共同富裕发展背景给予指引。

第二，将制度效率纳入组织期望与战略响应的研究框架，拓展了企业内外部管理目标的多

元化。尽管近年来组织绩效反馈如何影响企业战略行为的理论研究蓬勃发展，但对组织社会合

法性、制度发展水平等外部管理目标的关注依旧不足，导致组织管理目标的复杂性未能在企业

行为理论研究得以凸显。本文从地区制度效率视角考察了由组织外部管理目标构建的地区间

制度期望对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作用，强调了外部环境因素对于塑造组织期望以及影响企业

战略决策重要作用，并鼓励后续研究能够弥补现有研究在这一方面的不足。

第三，结合企业行为理论与制度空隙文献，丰富了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对企业非市场战略

决策影响结果。关于地区制度空隙、制度脆弱性和制度期望落差等商业环境特征如何影响企业

非市场战略行为的文献研究目前还局限于企业整体社会责任履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漂绿行

为等，尚未对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和企业社会责任选择性参与等问题引起足够关注。本文

分析并验证了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与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之间的显著正向关系，由此拓

展了地区间制度期望的已有文献研究，也丰富了关于制度空隙、制度脆弱性等相关主题的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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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第四，基于组织合法性构建动机和模糊性规避动机的解释机制，拓展了地区间制度期望落

差影响企业战略决策的情境机制。关于地区间制度期望的探讨目前仍旧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理

论和实证研究都聚焦于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响应行为的直接作用机制，导

致学者对于情境机制的关注略显不足。本文根据组织合法性构建动机和模糊性规避动机两条

理论解释机制，探讨了企业社会关注水平与高管团队社会资本对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与企业

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从而丰富了组织外部管理目标绩效反馈作用的情

境机制。

（三）实践启示

本文的研究成果在拓宽现有理论研究范畴的同时亦具有较强的实践启示：

第一，企业管理者需要深入领会共同富裕的内涵和本质要求，均衡内外部社会责任的履行

程度，树立具有远期导向的战略决策理念。企业社会责任的三个层级与三次分配过程高度吻

合，推进共同富裕目标需要企业充分利用分配工具以缩小不同群体间收入差距。处于地区间制

度期望落差的企业管理者需要将有限的注意力与资源平衡地分配于内外部社会责任履行。同

时，共同富裕背景下，企业管理者或民营企业家需要构建具有远期导向的战略视野，综合考虑

内外部社会责任履行的潜在价值，均衡有限的注意力与资源在企业社会责任不同维度的配置，

避免过度的社会责任背离现象。

第二，政府部门在加快提升地区市场化发展水平的同时也需要重视不同地区之间的均衡

性与协调性。我国制度市场兼具“新兴经济”与“转型经济”特征，各省份之间制度发展水平不协

调与不均衡问题将诱发企业内外社会责任背离，进而威胁企业自身成长与员工福利保障。事实

上，制度发展的均衡性与协调性已经成为新兴经济体当前不容忽视的主要发展矛盾之一，政府

部门一方面需要推动全国整体市场的稳定发展与完善，另一方面也需要合理调配资源和出台

相关帮扶政策，加快推动落后地区的制度追赶，进而降低制度发展的失衡问题。

第三，市场监管单位需要联合社会大众、政府部门及企业主体，构建“三方共治”的企业社

会责任治理体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和国家“十三五”规划均强调社会参与监督将成为我国

未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推动力。研究表明社会大众对上市企业的密切关注都有助于

缓解企业的起源劣势，削弱管理者的合法性构建动机，进而抑制由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导致的

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相关部门激发和支持社会大众对上市企业经营信息或社会责任报

告的持续关注，有助于形成一种以社会参与为起点到政府主导为制高点的“自下而上”式的协

同治理模式。

（四）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虽然本文为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如何影响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提供了新的洞见，但

还仍旧存在以下不足之处，有待未来进一步探索：第一，本文采用二手数据中国分省份市场化

发展指数作为衡量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的基础指标。但管理者期望因组织和管理者个体特征

而异，未来研究可以尝试利用问卷调查法，结合以往制度空隙相关文献研究来构建地区间制度

期望落差的测量题项，通过一手调查数据来验证相关研究假设。第二，本文关注了企业外部社

会责任履行高于内部社会责任履行的背离现象，但管理实践中也不乏相反情况。未来研究可以

进一步在本文研究议题的基础上拓展相关管理问题，例如企业过度关注内部社会责任而忽视

外部社会责任履行等问题。第三，本文借助模糊性规避动机和合法性构建动机两个理论视角解

释了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影响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的作用机制，但并未通过数据进行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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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未来研究可以借助爬虫、文本分析等技术工具将上述两个解释机制给予量化，由此提升理

论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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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The inconsistency between corporate internal and external social responsibility w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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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Existing studies mainly focus on the inconsistency between
CSR reporting and practice, but littl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selective participation between internal
and external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ncept of corporate internal and external
social responsibility deviation, which is defined as the degree to which corporate external social
responsibility is greater than internal social responsibility.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ese listed firms
from2012 to 2020, this paper mainly draw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Regional institutional aspiration
gap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corporate internal and external social responsibility deviation, and the
impact is weakened by a higher level of corporate social concern and TMT social capital. Compared
with private enterprises,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gional institutional aspiration gap and
corporate internal and external social responsibility deviation is weaker among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t is also found that corporate internal and external social responsibility deviation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long-term business growth, and this negative impact is more significant among private enterprises.
The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1) It constructs a new perspective of CSR
research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mmon prosperity. (2) It expands the diversity of organizational
aspir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Behavior Theory of the Firm. (3) It enriches the research on the
equilibrium of regional institution develop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ransitional economy. (4) It
expands the boundary conditions that regional institutional aspiration gap affects corporate internal and
external social responsibility deviation. The practical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First,
entrepreneurs and top managers should build a long-term oriented strategic vision, comprehensively
consider the potential value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social responsibility, balance the allocation of
limited attention and resources in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CSR, and avoid excessive social responsibility
deviation. Second, government departments should also pay attention to the balance and coordination
between different regions while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regional marketization. Third,
supervision units need to unite the public,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nd corporate entities to build a
CSR governance system of “tripartite governance”.

Key words:  common prosper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deviation;  regional institutional
aspirations;  attention allocation;  Behavioral Theory of the Firm

（责任编辑：宋澄宇）

 

52
外国经济与管理（第46卷第8期）


	一 引　言
	二 文献回顾
	三 假设提出
	四 研究设计
	五 实证检验
	六 稳健性检验
	七 结论与讨论
	参考文献

